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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有研究聚焦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而相对忽略了其他社会

经济后果。 本文将自动化技术引入家庭集体模型, 理论分析了自动化技术应用通过缩小性

别工资差距, 降低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的机制。 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和人口普查以

及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本文实证发现, 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提高了年轻人的结婚年龄和离

婚率, 但减少了生育子女数量。 这一结论在控制贸易的影响、 更换样本等稳健检验下均成

立。 机制分析表明, 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对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资收入, 同时增加

了子女养育成本。 进一步分析发现, 随着女性相对经济地位提升,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女孩

出生率的负面影响更小, 因此有助于缓解中国长期以来的性别失衡现象。 在产业智能化和

人口负增长的双重背景下, 本文提出,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增强就业灵活性, 能够

有效缓解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婚育行为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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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工业机器人等高端智能装备在制造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根据国际机器人

联合会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以下简称 IFR) 公布的数据, 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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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国已成为全球拥有工业机器人最多的国家。 充分运用智能技术, 提高制造

业竞争能力已成为广泛共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 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生物技术、 新能源、 新材料、 高

端装备、 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此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掌握人

工智能、 工业机器人技术一方面对推动制造业向自动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意义重

大,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不断增强制造业的

国际竞争力。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Acemoglu & Restrepo
(2020) 指出机器人普及对于就业的影响存在两重效应, 一是替代效应; 二是生产

率效应, 机器人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 从而降低了行业生产成本, 并通过这一渠道

提高了所有行业对非自动化任务的劳动力需求。 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表明, 工

业机器人使用对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呈现负面影响, 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工资水平

(Acemoglu & Restrepo, 2020; Dauth et al., 2021)。 但是, 国内学界对于究竟是 “机

器换人”, 还是 “就业创造”, 尚未达成共识。 大部分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总

体上产生了负面影响 ( Giuntella & Wang, 2019; 王永钦、 董雯, 2020; 闫雪凌等,
2020; 王晓娟等, 2022)。 而李磊等 (2021) 则是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发现, 机

器人使用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 同样, 郑丽琳和刘东升 (2023) 基于跨国数据

发现, 机器人应用对于就业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 此外, 陈媛媛等 (2022) 还指出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地区总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
然而, 工业机器人普及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并不局限于劳动力市场, 还延伸到了

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尤其对结婚和生育行为带来了深刻影响。 一方面, 自动化

技术应用对于性别劳动分工的影响会传导到婚姻市场。 根据家庭分工理论 (Becker,
1973, 1981), 男女双方在家庭内外劳动分工中的比较优势是影响婚姻关系价值的重要

因素。 自动化技术通过替代部分以男性为主的低技能职位, 相对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

和收入, 进而改变家庭内的性别角色分配和决策权。 这在作用机制上不同于目前大量

文献关注到的医疗卫生技术对生育条件的直接改善 (Albanesi & Olivetti, 2016)。 另一

方面, 自动化技术对婚育行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 已有研究发现, 短期的经济衰退

(Matysiak et al., 2021) 和贸易冲击 (Autor et al., 2019) 是导致发达国家生育率呈现

出 “顺周期性” 特点的重要原因。 但与暂时性因素不同的是, 工业自动化技术对于制

造业生产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其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长期而持续性的,

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影响部分工人群体的就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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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人口生育率和结婚率的持续下降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 由此引发的劳动力短缺、 人口红利消失等社会经济问题愈发凸显, 并将在长期制

约中国经济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何冬梅、 刘鹏, 2020)。 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 中国

人口正式进入负增长时代, 老龄化、 少子化、 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①。 那么, 工业

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潮流是否会进一步加剧中国低生育率和低结婚率趋势? 在

党的二十大提出 “优化人口发展战略” 的背景下,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预判中国

未来的人口格局,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但在现有文献中, 特别是研究中国相关问

题的文献中, 关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的研究几乎全部聚焦于劳动力市场, 忽略了其

他更为深远的社会经济后果, 更鲜有文献讨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结婚和生育行为的

影响。

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包含生产和家庭的两部门模型, 从理论上分析了工业机器人普

及对婚育行为的微观机制。 这一模型在基于任务 ( task-based) 生产函数的基础上

(Acemoglu & Restrepo, 2018), 假定男性的工资收入同时来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而

女性的工资仅依靠脑力劳动。 其核心发现是, 自动化技术应用通过提升脑力 - 体力劳

动工资比, 缩小了男女性别工资差异, 并最终降低了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 其次,

本文利用国际机器人联盟 (IFR) 数据及 2005 - 2015 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将国家 -行业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分解到地区层面, 以测度县级层面的工业机器人

渗透度。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估计了机器人应用对于年轻人群体婚育行

为的影响。 结果表明, 工业机器人应用提高了离婚率, 并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从

数量上看, 地区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 1 倍, 年轻人结婚时间将推迟约 11 天, 每千人中

离婚人数增加 8 人, 每千名年轻女性的子女数量减少 19 人。

进一步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以下简称 CFPS) 微观

数据, 本文对理论分析中的关键作用机制进行了经验验证。 机制分析发现, 工业机器

人应用提高了女性的相对劳动参与率和相对经济地位、 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 同时增

加了子女抚养成本, 尤其是男孩的抚养成本。 此外, 为全面识别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

国人口结构的整体和长期影响, 本文还就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出生人口的性别差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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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讨论。 结果表明, 尽管机器人总体降低了生育率, 但对生育男孩的负面影响大于

生育女孩, 这意味着工业机器人普及有助于改善中国长期以来的性别失衡现象。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在研究视角方面, 不同于目前国内绝大部分研究关

注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影响, 本文仅将劳动收入看作中间变量, 以年轻人

的婚育行为作为切入点, 拓展分析自动化技术冲击的社会经济后果。 从国际比较来看,

本文也是首篇使用发展中国家数据来研究机器人应用对婚育行为影响的论文。 第二,
在理论贡献方面, 本文将自动化技术引入家庭集体模型, 拓展了传统的婚育行为分析

框架, 厘清了自动化技术对婚育决策影响的微观经济机制。 这一模型为分析新兴生产

技术进步对婚育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第三, 在实证研究方面, 尽管国

内大多数文献以 IFR 数据为基础构建地区层面机器人渗透度, 但其构造依据和实际预

测效果仍缺乏深入探讨。 本文首次利用海关数据对不同构造方式下机器人渗透度指标

的合理性进行验证。 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 本文提出使用德国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

来构造工具变量, 为识别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更好

的实证研究工具。
本文余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婚育决

策的影响, 提出研究假说。 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 核心解释变量构造

方式以及计量模型设定。 第四至六部分对本文的理论假说和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同时进一步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影响。 第七部分是结论和政策

建议。

二　 理论分析

(一) 生产部门

首先, 本文基于性别工资差异模型 (Galor & Weil, 1993), 将劳动划分为脑力劳

动 (Lm) 和体力劳动 (Lp)。 两种劳动具体的区别在于脑力劳动是和资本相结合的劳动

(Ym = KβL1 - β
m ), 而体力劳动则不依靠资本, 仅依靠劳动自身 (Yp = Lp)。 男性的工资收

入同时来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wb = wm + wp), 而女性的工资仅依靠脑力劳动 (wm)。
以上区分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在研究性别收入差异问题的文献中 (de la Croix & Doepke,
2003)。

其次, 为刻画自动化进程, 本模型引入基于任务 (task-based) 生产函数 (Acemoglu &

Restrepo, 2018)。 具体来讲, 本文假设全社会有无数个生产任务分布在 0 到 1 这个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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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上。 在区间 [0, α] 上的任务都是脑力劳动, 而在区间 [α, 1] 上都是体力劳

动。 自动化技术应用主要体现在脑力劳动的任务数量不断上升, 即 α 的增加。 社会总

产出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 CES 生产函数来表示, 即:

Y = ∫α0 η( i) σ-1di( )
1
σ Y

σ-1
σ

m + ∫1α γ( i) σ-1di( )
1
σ Y

σ-1
σ

p[ ]
σ

σ-1 (1)

其中, σ 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固定替代弹性, η ( i) 为第 i 个脑力劳动任

务的生产率, γ ( i) 为第 i 个体力劳动任务的生产率。 采用 Acemoglu & Restrepo

(2018) 的设定, γ ( i) / η( i) 随着 i 的增加而增加, 即 i 越大, 体力劳动生产效率就

越高。

由于本模型并不考虑资本市场均衡以及资本量的变化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因此假

定资本数量 K 以及资本成本 R 为外生变量。 那么, 代表性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是:

max
Lm,Lp

　 π = Y - RK - wmLm - wpLp (2)

求解均衡工资水平, 并对 α 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可以得到①:

∂(w∗
b / w∗

m )
∂α =

∂[1 + (w∗
p / w∗

m )]
∂α < 0 (3)

根据式 (3),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自动化技术应用通过提升脑力 - 体力劳动工资比, 缩小了男女性别工资

差异。

(二) 家庭部门

在家庭部门中, 本模型主要考虑结婚和单身两种情况。 单身的情况下, 劳动者不

会考虑子女数量的问题; 在结婚的情况下则会考虑子女数量。 在两个阶段男性和女性

的工资率均为 wb 和 wm。

参考家庭集体模型 (collective model) 的分析思路 (Chiappori, 1992), 首先考虑

第二阶段结婚时包括夫妻双方的家庭最优化问题:

max
lm,cm,lb,cb,n

H = δ(lnlm + lncm) + (1 - δ)(lnlb + lncb) + ψlnn

s. t. 　 　 cm + cb + wm lm + wb lb = wm(1 - φn) + wb (4)

其中, H 代表家庭的总效用, δ 和 1 - δ 分别代表妻子和丈夫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

力, 本文假定议价能力为外生变量。 lm 和 lb 分别代表妻子和丈夫的休闲时间, cm 和 cb
分别代表妻子和丈夫的消费, 消费品的价格设置为 1。 n 是子女的数量, ψ 代表家庭对

·76·

徐　 刚等: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年轻人婚育行为?

① 因篇幅所限, 完整的数学推导过程备索。



子女的偏好。 本文假设个体总时间为 1, 丈夫的时间包括了休闲和工作的时间, 而妻子

除了休闲和工作还要照顾子女, φ 代表妻子照顾每个子女的时间。

求解最优化问题, 并结合式 (3), 可以得到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n∗

∂α =
∂[(w∗

b / w∗
m ) + 1]

∂α < 0 (5)

式 (5) 的经济学含义在于: 随着自动化技术应用, 女性经济地位上升, 这一方面

提高了家庭总收入,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女性育儿行为的机会成本。 但总体来看, 育儿

机会成本增加产生的子女数量减少效应, 大于家庭总收入增加带来的对子女数量需求

增加效应, 最终导致子女数量总体下降①。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2: 自动化技术应用通过缩小性别工资差距, 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其次, 考虑在第一阶段的结婚行为决策。 在本模型中, 是否要结婚主要取决于单

身时和结婚时的效用比较。 由于单身时不需要考虑育儿问题, 女性只需考虑自身的消

费和闲暇。 单身女性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是:

max
cm,lm

　 u = lncm + lnlm

s. t. 　 cm + wm lm = wm (6)

结合单身女性的均衡效用水平 (u∗
s ) 和已婚女性的均衡效用水平 (u∗

m ), 可以得

到结婚状态和单身状态的效用差异 (Δu)。 令 x = w∗
b / w∗

m = 1 + w∗
p / w∗

m( ) > 1, 可以得到

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dΔu
dα = ∂Δu

∂x
∂x
∂α = δ x - 1

x(x + 1) + ψ
x + 1[ ]∂x∂α < 0 (7)

在给定 δ 和 ψ 时, 存在 α, 使得当 α > α∗时, Δu < 0, 即女性单身时的效用大于结

婚时的效用。

式 (7) 蕴含了家庭分工理论 (Becker, 1973, 1981) 的基本思想: 在一个家庭

中, 夫妻中的一方专业化从事家庭外的工作, 另一方专业化从事家务劳动, 双方可以

通过婚姻关系中的交换, 实现总效用的增加。 通常来说, 男性在家庭外的工作上具有

比较优势, 女性在家务劳动上具有比较优势, 从而形成了传统 “男主外, 女主内” 的

家庭分工模式。 但是, 随着自动化技术应用, 性别工资差异逐渐缩小, 导致女性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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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的数据发现, 男性就业条件的改善显著增加了生育率, 而女性就业条件的改善则显著

降低了生育率。



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增加, 男女传统分工的比较优势不断减弱。 因此, 相较于单身,

婚姻关系带来的效用增益也会相应减少。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3: 自动化技术通过缩小性别工资差异, 缩减了结婚状态和单身状态的效用

差距。

三　 数据、 变量和模型设定

(一) 机器人渗透度

本文使用的产业机器人数据来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 该组织提供了 “国家 -

产业 -年度” 层面的机器人存量数据, 这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机器人统计数

据。 由于 IFR 原始数据是行业层面的加总数据, 目前研究主要借鉴 “巴蒂克工具变量”

的思想 (Bartik, 1991), 将行业层面的机器人数量的影响分解到更为细致的地区层面

(Giuntella & Wang, 2019; Acemoglu & Restrepo, 2020; 陈媛媛等, 2022) 或者企业层

面 (王永钦、 董雯, 2020)。 参考王晓娟等 (2022) 的做法, 本文构造测度县级层面

“机器人渗透度” 的指标, 具体测度方法如下:

exposurec t = ∑
s∈S

lcst
Rst

Lst

æ
è
ç

ö
ø
÷ (8)

其中, lcst是 t 年 c 县 s 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 Rst是 s 产业 t 年的机器人总数, Lst是 t

年全国 s 产业的总就业人数 (千人), Rst / Lst即为 s 产业中每千个工人中产业机器人数

量。 本文将 IFR 数据的行业分类与中国行业划分进行匹配, 最终包括 18 个产业①。 全

国和县级层面的分产业就业人数都基于 2005 年、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

值得说明的是, 式 (8) 中县级层面的就业结构 ( lcst) 和行业就业总数 (Lst)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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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制造业共有 12 个部门 (三位数行业代码) 的机器人运营存量数据: 食品和饮料, 纺织

品, 木材和家具, 造纸, 塑料和化学品, 玻璃和陶瓷, 基本金属, 金属制品, 金属机械, 电

子产品, 汽车和其他车辆, 以及其他制造业。 在制造业之外, 机器人存量数据有 6 个部门

(两位数行业代码), 分别为农林渔业, 矿业, 公用事业, 建造, 教育、 研究和发展, 和其

他非制造业。 需要说明的是, 参考 Giuntella & Wang (2019) 的做法, 本文将汽车行业和其

他车辆行业合为一个行业。 这是因为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将这两个行业列为一个行业,
因此无法区分汽车行业的工人和其他交通工具 (例如船舶、 火车和飞机) 行业的工人。



没有使用固定年份的数据作为基准①, 而是根据当年的就业结构来进行加权。 这意味着

本文机器人渗透度指标的变动既包括行业层面机器人数量的增加, 也有来自地区就业

结构的变化。

这一选择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从预测的精确性来看, “巴蒂克工具变量” 的

本质思想是根据地区就业结构特征, 将全国 - 产业层面的冲击分解到地区 - 产业层面。

Blanchard & Lawrence (1992) 指出这一做法实际上假设了同一产业内的地区与国家层

面的就业变化相同。 因此, 使用当年的地区就业结构来分解无疑能更加准确刻画产业

层面机器人存量变化的实时影响②。

二是从合理性来看, 将固定年份就业结构作为基准的做法几乎都出现在针对发达

国家的相关研究 (Acemoglu & Restrepo, 2020), 而在类似中国的发展中国家, 并不满

足使用这一方法的前提条件。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经济产业结构已相对成熟, 长期相对

稳定, 从而利用滞后年份的就业结构来分解机器人增加的影响不会出现严重的测量偏

差。 但对于中国而言, 在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产业结构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 在类似研究中, 如果使用 2000 年就业结构来预测 2010 年、 2015 年机器

人应用的影响, 则要求中国各地区 2015 年和 2000 年的就业结构没有实质性变化。 当

然, 这是一个十分严格的假定, 至少没有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变化考虑在内。

基于中国的工业机器人采购十分依赖进口的事实③, 本文进一步利用工业机器人进

口数据来检验不同构造方法下的机器人渗透度变量的实际预测效果。 借鉴李磊等

(2021)、 Fan et al. (2021) 的思路, 本文利用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海关数据库计

算了地级市层面的工业机器人进口总金额 (对数), 并以此对城市层面的机器人渗透度

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④。 在表 1 中, 第 (1) 列使用逐年调整就业结构的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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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例如, 陈媛媛等 (2022) 使用 2000 年的就业结构, 而王永钦和董雯 (2020) 选择 2010 年的

就业结构。
Blanchard & Lawrence (1992) 是早期推广使用 “巴蒂克工具变量” 的重要文献, 采用了类

似本文的逐年调整的地区产业结构作为权重。
根据 IFR 历年发布的 《世界机器人报告》 (World Robotics), 2016 - 2020 年中国新增工业机

器人的进口占比分别为: 72% , 78% , 73% , 71% , 73% 。
这里具体包括的进口商品有: 多功能工业机器人 (编码 84795010)、 多功能工业机器人除外

的其他工业机器人 (编码 84795090)。 此外,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这里最理想的是使用县级

的机器人进口数据进行验证, 但海关数据中的进口企业代码只能判断出地级市层面的地理位

置信息。 鉴于此, 本文利用式 (8) 测算了地级市层面的机器人渗透度, 并进行表 1 中的回

归分析。



即式 (8) 定义的城市机器人渗透度, 而第 (2) 列和第 (3) 列则分别以 2000 年和

2010 年为基期的就业结构来构造历年的机器人渗透度。 结果发现, 使用当年就业结构

构造的机器人渗透度与地区机器人进口活动具有强相关性, 这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

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撑。 相反, 使用基准年份测度的变量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

著性, 这意味着以往常用的指标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测量误差, 不能真实反映地区机

器人实际使用状况。

表 1　 不同测量方法的预测效果

工业机器人进口总金额

(1)
每年调整

(2)
2000 年基期

(3)
2010 年基期

机器人渗透度
0. 071∗∗∗

(0. 024)
0. 239

(0. 156)
0. 122

(0. 075)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72 1017 598

　 　 注:∗∗∗、∗∗、∗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年、 2010 年和 2015 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海关数据计算得到。

(二) 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为检验地区层面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年轻人婚育行为的影响, 本文设定如下基准回

归模型:

Yct = α0 + α1 ln(exposurect) + βXct + γc + ηt + εct (9)

其中, Yct为 c 县 t 年的县级层面婚育结果变量。 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年轻人的婚育行

为, 参照 Autor et al. (2019) 的做法, 本文选择 20 ~ 40 岁年龄段样本来进行相应的婚

育变量构建①。 在婚姻关系方面, 本文选择了初婚年龄和离婚率作为因变量, 以区分婚

姻前和婚姻后行为; 在生育行为方面, 本文从广延边际 (extensive margin) 和集约边际

(intensive margin) 角度, 分别选取女性是否生育和生育子女数量作为因变量。 核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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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与 Autor et al. (2019) 不同之处在于, 本文选择了 20 岁作为样本年龄段的起点, 而非通

常意义上的 18 岁。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女性的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 20 岁, 而美国的大多数州

为 18 岁。 此外, 本文后续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 本文的核心实证结论对样本年龄段的选

择并不敏感。



释变量是式 (8) 定义的县级机器人渗透度的对数 ln (exposurect), 其直观含义为 c 县 t

年由行业就业结构进行加权的每千名劳动者拥有工业机器人数量的对数。 Xct是县层面

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社会人口特征 (老龄化程度、 民族多样性), 人力资本水平

(大学生占比), 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 区别于以往研究中的长差分 ( long

difference) 设定 (陈媛媛等, 2022),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的一个优势是, 可以控制县级

层面的时间固定效应, 以排除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趋势或共同冲击的影响。 εct为随机

误差项, 本文均使用县级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以允许方差 - 协方差矩阵在县级层

面潜在的序列相关性。 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 2。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初婚年龄

离婚率

是否生育

子女数量

20 ~ 40 岁群体初婚平均年龄

20 ~ 40 岁群体每千人离婚人数

20 ~ 40 岁女性每千人有生育经历人数

20 ~ 40 岁女性每千人子女数量

2005 年、
2015 年

1%人口抽样

调查; 2010 年

人口普查

23. 154 1. 041 4177

34. 048 113. 692 6731

876. 143 142. 864 6731

1413. 323 395. 520 6725

机器人渗透度

机器人渗透度 (IV)

老龄化程度

民族多样性

人力资本水平

产业结构

详见式 (8)

详见式 (10)

65 岁以上老人数 / 总人数

少数民族人数 / 总人数

大学以上学历人数 / 总人数

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占比

IFR; 人口普查

1. 121 2. 300 6731

31. 215 32. 341 6692

0. 138 0. 040 6731

0. 140 0. 275 6731

0. 091 0. 085 6731

0. 559 0. 283 6731

经济发展水平 县级灯光平均亮度 CNRDS 数据库 1. 907 5. 515 6731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三) 因果识别策略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识别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年轻人婚育行为的因果关系。 如果使用

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式 (9) 进行参数估计, 则至少面临三个潜在的内生性威胁: 一是尽

管基准回归模型中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控制变量, 但仍然可能遗漏了既与地区机器人渗

透度相关, 又能够影响年轻人婚育行为的变量, 导致遗漏变量偏误; 二是核心解释变

量 (机器人渗透度) 的测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间接测度方式, 可能存在测量偏差, 这

会导致基准估计系数存在向零的偏误, 从而低估了机器人普及的真实影响; 三是双向

因果问题, 即在低生育率的人口结构下, 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缺乏, 生产者会更多地主

·27·

劳动经济研究　 2023 年第 11 卷第 4 期



动采用机器人替代工人, 这与本文所关心的因果关系恰好相反。 例如, Acemoglu &

Restrepo (2022) 基于跨国数据发现, 人口老龄化造成从事手工生产任务的中年工人短

缺, 从而加快了产业自动化进程。

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 Acemoglu & Restrepo (2020) 的思路, 利用

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处于国际前沿的国家同时期各产业人均机器人拥有量来构造工具

变量, 以识别机器人渗透度对婚育行为的因果关系。 但在工具变量的构造方式上, 尤

其是在国家选择方面, 国内文献尚未形成共识。 目前有代表性的选择可以归为两类:

一是使用美国机器人数量来构造工具变量 (孔高文等, 2020; 王永钦、 董雯, 2020;

王晓娟等, 2022), 二是使用部分欧洲国家机器人数量的均值 ( Giuntella & Wang,

2019; 杨飞、 范从来, 2020; 陈媛媛等, 2022)。 虽然上述研究均发现工具变量在统计

上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但本文认为美国或部分欧洲国家机器人存量的增加对中国不具

有事实上的影响。 图 1 展示了 2005 - 2015 年间中国工业机器人前五进口来源国的进口

金额占比。

图 1　 机器人主要进口来源国占比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 2015 年 IFR 数据计算得到。

从图 1 可以看出, 日本和德国是中国最主要的机器人进口来源国家, 这两国的进

口比重大幅领先其他国家。 同时来自美国的工业机器人占比常年在 3%左右, 这意味着

美国机器人应用技术的进步对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 因此不宜将美国的机器人数据用

来构造工具变量。 一个自然的想法是, 既然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机器人进口来源国, 同

时其机器人制造水平也处于国际领先水准, 可以利用日本的机器人存量作为外生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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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构造工具变量。 但日本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 生产大量机器人用于出口, 其国内

应用场景和规模有限, 从而 IFR 统计的机器人存量统计数据并不能很好反映日本机器

人实际应用水平。 图 2 将中日美德四国的机器人存量进行对比, 发现日本在样本期内

机器人存量不断下降, 而美国和德国则表现出与中国类似的增加趋势。 如果使用日本

相关数据来构造工具变量, 并不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图 2　 四国工业机器人存量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 2015 年 IFR 数据计算得到。

因此, 本文最终选择德国行业层面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数据来构造工具变量, 同时

这也可以被看作外生的自动化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 工具变量的构造如下:

exposureIVct = ∑
s∈S

lCNcst
RGER

st

LGER
st

æ

è
ç

ö

ø
÷ (10)

与式 (8) 的区别在于, RGER
st 是德国 s 产业 t 年的机器人库存总数, LGER

st 则是相应产

业的总就业人数 (千人), 其他符号相同。 德国行业层面机器人数据来自 IFR, 德国历

年分产业就业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数据库。 采用德国工业机器人数

据构造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 一是, 如图 2 所示, 在样本期内中国机器人存量水平

趋势与德国比较接近, 同时德国作为中国第二大进口国, 机器人制造水平的提升能对

中国产生实质的影响, 满足相关性假设; 二是, 德国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处于全球

领先地位, 其各行业机器人应用水平对中国婚育市场的影响主要反映技术进步带来的

影响, 而与其他影响中国机器人应用的国内因素无关, 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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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准实证结果

(一) 基准结果

作为基础参照, 表 3 的 Panel A 首先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对式 (9) 进行

估计①。 第 (1) 列至第 (4) 列结果表明, 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与初婚年龄和离婚率

正相关, 但与女性的生育意愿负相关, 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 表 3 的 Panel B 展示了简

约式回归的结果, 发现工具变量与离婚率正相关, 但与女性是否生育和生育数量负相

关。 由于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条件, 简约式回归结果反映了工具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

因果效应, 即可以被看作外生的行业层面自动化技术进步对中国年轻人婚育行为的直

接影响。 同时, 简约式回归中工具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符合预期, 说明了本文选取的

工具变量在影响方向上与理论预测一致, 具有较为优良的性质。
为识别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年轻人婚育行为的因果关系, 表 3 的 Panel C 以德

国人均机器人拥有量为基础构造的机器人渗透度作为中国各地区机器人渗透度的工具

变量, 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 首先是婚姻行为方面,
第 (1) 列至第 (2) 列估计结果表明, 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显著提升了地区的初婚

年龄和离婚率。 从经济显著性来看, 地区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 1 倍, 初次结婚年龄提

高 0. 029 岁 (约 11 天), 每千人中离婚人数增加约 8 人。 这说明理论假说 3 关于机器

人应用降低婚姻关系价值的影响, 既体现在延后初次结婚时间, 也体现在已有婚育关

系中。 机器人应用通过提升女性在婚姻关系中议价能力, 拓展了女性结束婚姻关系后

可实现的最大效用, 增加了离婚的 “威胁点” (Lundberg & Pollak, 1996), 因此社会

离婚率和结婚年龄普遍上升。
其次是女性生育行为方面, 本文从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角度, 分别选取女性

是否生育和生育子女数量作为因变量。 第 (3) 列至第 (4) 列估计结果显示, 工

业机器人应用不仅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初次生育意愿, 也降低了女性生育子女的绝

对数量。 从经济显著性来看, 地区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 1 倍, 每千名女性生育的

子女数量将减少约 19 人。 这在实证上验证了理论假说 2, 说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是

导致中国生育率不断走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 所有工具变量估计的 Kleibe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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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所限, 表 3 的完整结果备索。



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均大于经验临界值 19. 93, 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

问题①。

表 3　 基准结果

(1)
初婚年龄

(2)
离婚率

(3)
是否生育

(4)
子女数量

Panel A: OLS 估计

机器人渗透度
0. 013

(0. 015)
4. 616∗∗∗

(1. 741)
- 5. 739∗∗∗

(2. 072)
- 5. 939
(4. 064)

观测值 3118 6731 6731 6721

Panel B: 简约式估计

机器人渗透度
0. 010

(0. 012)
6. 264∗∗∗

(1. 651)
- 6. 618∗∗∗

(2. 100)
- 29. 670∗∗∗

(4. 042)

观测值 4840 7911 7911 7902

Panel C: 工具变量估计

机器人渗透度
0. 029∗

(0. 017)
8. 579∗∗∗

(2. 021)
- 7. 594∗∗∗

(2. 450)
- 19. 748∗∗∗

(5. 239)

观测值 3058 6676 6676 6666

K - P F 值 648. 168 1856. 716 1856. 716 1843. 0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县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年、 2010 年和 2015 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 IFR 数据计算得到。

(二) 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模型设定的基础上, 本文继续从排除其他混淆因素、 样本选择、 更换工具

变量以及使用地级市层面数据构造变量四个方面对主要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并继续

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具体结果参见表 4。

1. 就业结构变化

如前文所述, 核心解释变量机器人渗透度的构造, 是使用当年的而非固定年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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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所限, 工具变量估计的一阶段结果备索。 工具变量估计的一阶段结果表明, 工具变量

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并且模型的 F 值为 411. 646。



就业结构对人均机器人存量进行加权, 这意味着机器人渗透度变量的变化一方面来自

人均机器人存量的增加, 另一方面是地区就业结构的变化。 为排除地区就业结构变化

的影响, Panel A 将所有 18 个就业结构权重全部纳入回归模型, 发现机器人渗透度的估

计系数依然保持显著, 系数符号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这说明本文实证结果主要由人

均工业机器人存量增加所驱动, 而非地区就业结构变化导致。

2. 对外贸易、 资本深化和信息技术进步

首先, 在样本期内, 中国大量的工业机器人仍然需要通过进口获取, 从而地区机

器人渗透度可能只是对外贸易参与程度的体现。 其次, 工业机器人作为一种特殊的产

业资本, 其使用数量的增加可能仅反映了资本深化的过程。 最后,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紧密相连, 而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本身会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

因此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展现的是其他技术进步的影响。 在 Panel B 中, 本文以地级市层

面的外商实际投资额、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率①, 分别作为对外

贸易、 资本深化和信息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 放入基准回归模型中, 结果依然保持

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

(1)
初婚年龄

(2)
离婚率

(3)
是否生育

(4)
孩子数量

Panel A: 控制就业结构

机器人渗透度
0. 032∗

(0. 019)
10. 387∗∗∗

(2. 411)
- 9. 257∗∗∗

(2. 884)
- 23. 679∗∗∗

(6. 239)

观测值 3058 6676 6676 6666

Panel B: 控制对外贸易、 资本深化和信息技术

机器人渗透度
0. 033∗

(0. 018)
3. 829∗∗∗

(1. 106)
- 1. 910
(1. 444)

- 30. 287∗∗∗

(5. 056)

观测值 2790 5708 5708 5705

Panel C: 更换样本年龄区间

机器人渗透度
0. 032∗∗

(0. 014)
8. 527∗∗∗

(2. 036)
- 7. 159∗∗∗

(2. 269)
- 11. 138∗

(5.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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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 这里最为理想的做法是寻找县级层面的相应代理变量, 但县级统计年鉴中的相应数据,
尤其是 2005 年的数据, 缺失十分严重, 因此本文退而采用地级市的数据。 外商实际投资额、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率来自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此外, 本文还

使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对外商实际投资额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进行了价格平减。



续表

(1)
初婚年龄

(2)
离婚率

(3)
是否生育

(4)
孩子数量

观测值 3058 6676 6676 6672

Panel D: 排除少数民族地区

机器人渗透度
0. 028∗

(0. 016)
9. 032∗∗∗

(2. 124)
- 8. 244∗∗∗

(2. 563)
- 19. 149∗∗∗

(5. 513)

观测值 2956 6315 6315 6305

Panel E: 平衡面板数据

机器人渗透度
0. 033∗

(0. 017)
4. 421∗∗∗

(1. 202)
- 3. 410∗

(1. 904)
- 37. 900∗∗∗

(5. 810)

观测值 2972 4458 4458 4456

Panel F: 更换工具变量

机器人渗透度
0. 030∗

(0. 016)
6. 819∗∗∗

(1. 729)
- 5. 477∗∗

(2. 149)
- 20. 798∗∗∗

(4. 743)

观测值 3058 6676 6676 6666

Panel G: 地级市层面数据

机器人渗透度
0. 041

(0. 029)
7. 841∗∗

(3. 635)
- 10. 254∗∗

(4. 658)
- 72. 414∗∗∗

(14. 432)

观测值 560 926 926 92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年、 2010 年和 2015 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IFR 数据以及 《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 数据计算得到。

3. 更换年龄区间

本文主要关注年轻人的婚育行为, 加之中国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为女性 20 岁和男性

22 岁, 因此基准回归使用了 20 ~ 40 岁年龄段群体的婚育结果变量。 但从生理的角度来

看, 育龄妇女年龄范围为 15 ~ 49 岁。 出于稳健性考虑, Panel C 使用 15 ~ 49 岁群体数

据来计算相应的婚育结果变量, 并进行回归, 结果仍然十分稳健。

4. 其他样本选择

少数民族自治县 (旗) 具有独特的社会风俗习惯, 在执行计划生育等婚育政策

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 市场力量在婚育决策中的影响较小。 文化和政策地位上

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数据极有可能作为极端值出现, 不能反映一般情形。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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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不同于基准回归的样本包含所有县级行政单位, Panel D 将少数民族地区从样本

中删去后进行估计。 Panel E 使用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以排除历年抽样数据中观

测值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可以看出, 更换样本后的结果仍然与表 3 十分相近。
5. 更换工具变量

在因果识别策略部分, 本文从事实上的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使用

德国机器人数据来构造工具变量的依据。 但是鉴于已有文章大多使用美国的工业机器

人数量和就业结构来构造工具变量, 本文也汇报了使用美国数据来构造工具变量的回

归结果。 Panel F 的结果与表 3 的基准结果十分类似。 这主要是由于样本期内美国工业

机器人数量的变化趋势和德国大体一致 (参见图 2), 从而使用两个国家数据构造的工

具变量所提供的外生性变化差异不大。

6. 地级市层面数据

为充分利用数据来呈现微观主体间的差异, 同时提供更大的样本量, 本文主要在

县级层面进行了变量构造和相应的回归分析。 但是, 县级层面的人口流动, 例如职住

分离等现象, 将会导致核心解释变量产生测量误差, 进而对本文计量模型的系数估计

构成内生性威胁。 作为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地级市层面计算

了所有变量, 并保持使用式 (9) 的设定进行回归分析。 Panel G 中估计系数的符号方

向和显著性水平依然保持稳健。

五　 机制分析

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表明, 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缩小性别收入差距, 降低了女性

的结婚和生育意愿。 本部分首先从劳动参与差异和劳动收入差异来直接检验性别收入

差距机制; 此外, 作为一种间接的机制检验, 本文还将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子女抚

养成本的影响。
(一) 劳动参与差异

在理论分析中, 自动化技术应用直接体现在不断拓展脑力劳动的任务区间, 同时

减少体力劳动任务 (即 a 增加)。 在本文的研究情景下, 这一过程直接体现为女性劳动

参与率的相对上升。 首先,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在宏观层面

对于男女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将问卷中 “在工作” 或 “在职休假、 在职学习培训、
临时停工或季节性歇业” 状态定义为在业状态, 计算了县级层面 20 ~ 40 岁群体的劳动

参与率, 发现男性的平均劳动参与率高于女性。 表 5 第 (1) 列至第 (2) 列的工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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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估计结果发现,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影响不明显, 但显著提升了女

性的劳动参与率。 由于前两列的统计显著性并不是十分强, 在第 (3) 列中, 本文将女

性劳动参与率除以男性劳动参与率, 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 更加正式地验证了这一性

别差异。

其次, 本文还利用 2016 年 CFPS 成人数据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个体层面的劳动

时间的影响。 第 (4) 列结果表明, 工业机器人应用整体上降低了个体工作时间, 符合

“机器换人” 的特征。 第 (5) 列至第 (6) 列结果显示, 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

男性的工作时间。 根据本文使用的 2016 年 CFPS 成人数据, 20 ~ 40 岁男性的每周平均

工作时间为 53 小时, 而女性为 49 小时。 因此, 工业机器人应用缩小了男女在工作时间

上的差异。 Dauth et al.(2021) 基于德国的经验证据指出, 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减少了

制造业岗位, 但增加了服务业就业机会。 结合男性就业相对集中在制造业部门, 而女

性则集中在服务业的特点, 工业机器人应用倾向于降低男性的劳动参与, 但增加了女

性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机会。

表 5　 机制检验: 劳动参与差异

(1)
男性劳动

参与率

(2)
女性劳动

参与率

(3)
女 / 男劳动

参与率比

(4)
工作时间

(5)
男性工时

(6)
女性工时

机器人渗透度
0. 000

(0. 001)
0. 001∗

(0. 001)
0. 030∗

(0. 015)
- 0. 553
(0. 406)

- 1. 263∗∗

(0. 497)
0. 313

(0. 5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2 0. 050 0. 269 0. 402 0. 001 0. 004 - 0. 001

观测值 6676 6671 6665 4903 2664 2236

　 　 注:∗∗∗、∗∗、∗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县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年、 2010 年和 2015 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IFR 数据以及 2016 年 CFPS 数据计

算得到。

(二) 劳动收入差异

前面部分的结果表明, 工业机器人普及相对增加了女性劳动参与和经济活动机会,

但这是否能够最终反映在收入水平上, 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由于 2010 年和 2015 年人口

普查数据缺乏收入信息, 本文将 2015 年的县级层面机器人渗透度变量与 2016 年 CFPS

成人数据相匹配, 在实证上检验这一机制。 本文将式 (9) 中的因变量更换为调查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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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性收入, 同时与基准模型一致, 只使用 20 ~ 40 岁样本, 并保留所有县级层面控

制变量, 以控制地区层面发展差异①。 此外, 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部分重要个体特征,

包括受教育年限、 年龄、 户口类型、 党员身份、 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 以缓解个体层

面的遗漏变量偏差, 同时提高模型的拟合水平。

表 6 汇报了全样本和分样本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 (1) 列表明机器人渗透度与

工资收入总体上呈现正相关关系, 且在统计上显著。 结合表 5 中的结果, 本文的发现

与李磊等 (2021) 一致, 即机器人使用整体上增加了就业机会、 促进了劳动者工资的

提升。 不同于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 这表明样本期内中国仍处在工业机器人使用

的红利时期。 第 (2) 列至第 (3) 列根据性别来划分子样本进行回归, 发现工业机器

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对女性工资收入的提升作用大于男性,

且在统计上显著。 根据本文使用的 2016 年 CFPS 成人数据, 20 ~ 40 岁男性的年平均工

资收入为 40300 元, 而女性为 30612 元, 因此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有效缩小男女工资差

异。 从国际比较来看, 工业机器人冲击的性别差异普遍存在, 尤其是基于美国数据的

研究, 较为一致地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更不利于男性工资增加 (Acemoglu & Restrepo,

2020)。 本文的实证结果还对应了经典的 “家庭内部分工理论” ( Becker, 1973,

1981), 即工业机器人应用是通过改善女性的绝对收入水平, 而非恶化男性的绝对经济

地位, 来提升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经济地位, 进而作用于婚育行为。 至此, 本文的理论

假说 1 得到了经验验证。

表 6　 机制检验: 性别收入差异

(1)
全样本

(2)
男性

(3)
女性

机器人渗透度
2. 086∗

(1. 103)
2. 043

(1. 473)
2. 854∗∗∗

(0. 956)

县级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18·

徐　 刚等: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年轻人婚育行为?

① 需要说明的是, 在本文的机制分析部分, 由于数据限制, 无法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如前文所述,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测算和基准结果是基于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的人口

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而 CFPS 数据是从 2010 年起每隔一年调查一次, 因此无法准确匹

配或同时滞后匹配出至少两期的面板数据。 同时, 为最大程度缓解横截面数据可能存在的遗

漏变量问题, 本部分保留了基准模型中的所有县级层面控制变量, 还额外控制了丰富的个体

特征和家庭层面特征。



续表

(1)
全样本

(2)
男性

(3)
女性

调整的 R2 0. 132 0. 139 0. 157

观测值 3560 1926 1634

　 　 注:∗∗∗、∗∗、∗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县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年、 2010 年和 2015 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IFR 数据以及 2016 年 CFPS 数据计

算得到。

(三) 子女抚养成本

前两部分的结果表明, 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对提高了成年女性的劳动参与和经济地

位。 此外, 在现实中, 工业机器人冲击的性别异质性还可能体现在后代的养育投入上。

具体而言, 在机器人渗透度高的地区, 家庭需要对后代, 尤其是男孩, 进行更多的人

力资本投资, 以提高子女在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然而, 子女抚养成本的增加可

能会进一步导致生育率下降。 作为一种间接的机制检验, 本文还将分析工业机器人应

用对子女抚养成本的影响。

参考 Wang & Cheng (2021) 的做法, 本文基于 2016 年 CFPS 儿童数据库和家庭

数据库, 以儿童数据库中每个孩子的教育总支出作为抚养成本的代理变量①, 考察机

器人渗透度对子女抚养成本的影响。 这里同样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式 (9) 进

行估计, 保留所有县级层面的控制变量以控制区域发展差异, 同时还额外控制了儿

童年龄、 上学阶段、 是否就读公立学校、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数。 表 7 的第 (1)

列显示, 机器人渗透度的增加显著提升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第 (2) 列至第

(3) 列的分样本回归表明, 机器人应用对于男孩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效应大于女

孩。 其经济含义是, 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的提升将不断增加养育子女家庭的经济压

力, 尤其是对于生育男孩的家庭。 这一结果也是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性

冲击的间接体现: 相较于女孩, 男孩未来面临的 “机器换人” 压力更大。 因此, 具

有理性预期的家长将更多增加当前对于男孩的教育投入, 以提高子女在未来劳动力

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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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如文具费、 教育软件及硬件费、 课外活动费等); 每个孩子的教育总支出是这三类支出

的总和。



表 7　 机制检验: 子女抚养成本

(1)
全样本

(2)
男孩

(3)
女孩

机器人渗透度
0. 194∗∗

(0. 089)
0. 192∗

(0. 100)
0. 173∗

(0. 094)

县级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2 0. 184 0. 248 0. 117

观测值 2882 1568 1314

　 　 注:∗∗∗、∗∗、∗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县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年、 2010 年和 2015 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IFR 数据以及 2016 年 CFPS 数据计

算得到。

六　 进一步讨论

(一) 人口性别结构

女性人口短缺、 性别比失衡的现象, 在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长期存在 ( Sen,

2002)。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中国总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 100, 男性对女性的

比例) 为 105. 07, 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持平, 依然呈现出男多女少的基本人口

格局。 已有研究主要从社会风俗、 医疗卫生技术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角度探讨了性别

失衡的原因 (Li et al., 2011), 但鲜有文章讨论类似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兴生产技

术会如何影响人口性别结构。

表 8 将基准回归中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进一步细分为男孩数量和女孩数量。 首先,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男孩和女孩的生育数量均为负向影响, 再

次验证了工业机器人的普及降低了人口生育率这一基本结论。 其次, 工业机器人应用

仅显著降低了男孩数量, 但对女孩数量的影响不显著。 同时, 第 (1) 列的估计系数大

约是第 (2) 列的 3 倍, 因此工业机器人普及对于生育男孩的负面影响大于生育女孩。

结合本文机制分析的实证结果, 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 工业机器人应用提升了女性的

相对经济地位, 从而增加了居民抚养女孩的意愿。 本文的分析思路和实证结果与 Qian

(2008) 十分类似。 Qian (2008) 利用历史数据发现, 茶叶价格上升通过提升女性相对

收入, 增加了女婴存活率。 从经济后果来看, 本文的结果意味着工业机器人普及可以

相对增加女性出生人数, 从而在长期来看有助于改善中国人口性别失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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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子女性别结构

(1)
男孩数量

(2)
女孩数量

(3)
女孩数量占比

机器人渗透度
- 17. 482∗∗∗

(3. 612)
- 5. 682
(3. 607)

0. 005∗∗∗

(0. 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2 0. 646 0. 023 0. 192

观测值 6671 6675 6671

　 　 注:∗∗∗、∗∗、∗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县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年、 2010 年和 2015 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 IFR 数据计算得到。

(二) 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灵活性

本部分在基准回归结果的基础上, 从地区职业技能培训发展水平和产业就业灵

活性两个方面来进行异质性分析, 进而为缓解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婚育行为的不利影

响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首先, 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是造成婚姻关系不稳定、 生

育意愿低的重要根源。 在 “机器换人” 的浪潮下, 良好的职业教育培训有助于劳动

者快速学习新技能, 实现平稳的职业转换。 本文采用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师生比来

衡量地区职业技能培训水平, 并以该指标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职业技能培训高水

平地区和低水平地区, 进行分样本回归。 表 9 的 Panel A 显示, 相较于职业技能培训

低水平地区,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职业技能培训高水平地区的婚育行为的负面影响更

小。 这一结果的政策含义是, 加强地方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直接帮助劳动者应对

“机器换人” 的风险, 还能间接影响劳动者的婚育行为, 缓解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

的 “晚婚少育” 现象。

其次, 婚育成本过高的现实限制是女性婚育意愿低迷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女性的

生育行为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和事业前景, 形成 “生育惩罚” 现象 (杨凡、 何

雨辰, 2022)。 从产业特征来看, 第三产业能够提供提供更为灵活的就业方式, 从而降

低职场女性照顾家庭的机会成本。 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第三产

业发展水平, 并以该指标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第三产业发展高水平地区和低水平地

区, 进行分样本回归。 表 9 的 Panel B 显示, 相较于第三产业发展低水平地区, 工业机

器人应用对第三产业发展高水平地区的婚育行为的负面影响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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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职业培训和就业灵活性

初婚年龄 离婚率 是否生育 子女数量

(1)
高

(2)
低

(3)
高

(4)
低

(5)
高

(6)
低

(7)
高

(8)
低

Panel A: 职业技能培训

机器人渗透度
0. 024

(0. 030)
0. 007

(0. 028)
1. 119

(1. 141)
6. 650∗∗∗

(2. 256)
- 0. 483
(2. 376)

- 2. 623
(3. 155)

-27. 372∗∗∗

(7. 232)
- 37. 247∗∗∗

(7. 795)

观测值 996 1290 2371 2345 2371 2345 2368 2345

Panel B: 就业灵活性

机器人渗透度
0. 036

(0. 026)
0. 021

(0. 025)
1. 845∗

(1. 074)
6. 975∗∗∗

(1. 978)
0. 898

(2. 333)
- 5. 573∗∗

(2. 309)
-17. 351∗∗∗

(5. 734)
- 43. 599∗∗∗

(7. 867)

观测值 1578 1314 3126 2831 3126 2831 3125 2830

　 　 注:∗∗∗、∗∗、∗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县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年、 2010 年和 2015 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IFR 数据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三) 初婚年龄和离婚率的性别差异

在理论分析部分, 本文提出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提高女性的相对经济地位,

进而作用于婚育行为。 本部分分别计算了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和离婚率, 以对婚育

结果变量进行正式的异质性检验, 详细结果参见表 10。 首先, 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提

高了女性的初婚年龄, 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 这表明本文基准回归中关于初婚年龄

的结果主要是由女性群体驱动, 验证了本文的理论逻辑。 其次,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离

婚率的影响并没有呈现出性别异质性。 其原因在于: 不同于结婚年龄会受到个体进入

婚姻市场时间的影响, 离婚是已有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共同行为的结果, 从而使用聚

合数据呈现出来的实证结果不会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当然, 本文期待未来出现更细致

的微观数据, 以正式检验男女双方在离婚意愿上的差异。

表 10　 初婚年龄和离婚率的性别差异

(1)
男性初婚年龄

(2)
女性初婚年龄

(3)
男性离婚率

(4)
女性离婚率

机器人渗透度
0. 021

(0. 021)
0. 038∗

(0. 021)
8. 313∗∗∗

(2. 070)
8. 300∗∗∗

(2. 0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58·

徐　 刚等: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年轻人婚育行为?



续表

(1)
男性初婚年龄

(2)
女性初婚年龄

(3)
男性离婚率

(4)
女性离婚率

调整的 R2 0. 092 0. 132 0. 552 0. 612

观测值 3056 3058 6671 6676

　 　 注:∗∗∗、∗∗、∗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县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年、 2010 年和 2015 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 IFR 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国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 逐步迈向 “中国智造” 背景下,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飞速发展, 机器人以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渗透至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 影响着人

们的生活。 以往文献大多聚焦于工业机器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影响, 忽略了其他

影响更为深远的社会经济后果。 本文首先基于家庭集体模型, 将自动化技术纳入婚育

分析框架, 指出自动化技术通过缩小性别工资差异, 降低了婚姻关系价值和生育意愿。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 地区机器人渗透度每增 1 倍, 年轻人结婚时间将推迟约 11 天,
每千人中的离婚人数将增加约 8 人, 每千名女性的子女数量减少约 19 人。 进一步结合

微观调查数据进行机制分析发现, 工业机器人应用提高了女性的相对劳动参与、 相对

经济地位, 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 同时增加了子女抚养成本, 尤其是男孩的抚养成本。

此外, 尽管机器人总体降低了生育率, 但对生育男孩的负面影响大于生育女孩, 这意

味着机器人普及有助于改善中国长期以来的性别失衡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实证研究部分使用的是 2005 - 2015 年的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

调查数据, 而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在 2008 年之后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 样本期内中

国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处于起步和快速发展时期。 在更长时期, 随着工业机器人应用

规模的不断扩大, 常规和简单重复工作被工业机器人替代将势不可挡, 社会的人力资

本结构会做出适应性调整, 男女相对经济地位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对婚育行为、 人口

结构的长期影响将更为明显, 这需要未来使用更多最新的微观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为理解自动化技术发展对中国年轻人婚育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并

具有明确的政策启示。
第一, 彻底放开生育政策限制, 积极应对技术变迁带来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严格的 “独生子女” 政策逐步调整为较为宽松的 “全面二孩” 和 “三孩”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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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 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 本文的一个核心结论是, 以工业

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大规模普及, 是造成当前低生育率局面的重要原因。 技术

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 会加剧当前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趋势, 因此中国应以更积极的

姿态面对低生育率挑战, 破除妨碍生育的制度性因素, 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
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 企业、 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以更好地适应人口

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第二,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提高劳动者就业灵活性。 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

性是造成婚姻关系不稳定、 生育意愿低的重要根源。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 推动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能够有效缓解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婚育行为的不利影响。 因此, 政府应

针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不同替代特性, 大力加强对失业人员职业技

能培训, 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 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

场的适应能力, 才能避免在日益进步的科技浪潮中被取代。 此外, 工业机器人应用不

可避免会在短期内造成一部分劳动力失业, 地方政府还应因地制宜, 完善对失业劳动

者的基本生活保障。 面对自动化技术的冲击, 职能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保障

机制, 增加失业保险覆盖的群体和覆盖面, 尤其加强对于从事简单重复工作劳动者的

关怀, 以缓解短期就业替代效应造成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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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mainly on the labor market, existing studies have relatively ignored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obot adoption on other socioeconomic aspec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utomation into a

family collective model, and we find that robot adoption reduces womens willingness to marry and

have children by narrowing gender income gap.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IFR) data and the census data of China,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adop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age of marriage and the likelihood of divorce but reduces fertility. These

conclusions are still held under various robust tests such as controlling for the impact of trade and

changing sample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dop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has increased

womens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and wage income, therefore it has increased the cost of child-

rearing. Addition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relative economic status,

the adop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has a small impact on encouraging the birth of girls, thus alleviating

the long-standing gender imbalance in China. A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moves toward

intelligence-oriented and Chinas population starts negative growth,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promoting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employment flexibilit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dustrial robot adoption on marriage and 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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